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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集体主义思想研究
孙长虹 徐朝旭
摘 要 现代新儒家作为当代儒学的代表，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的集体观。他们从生命有机体出发，充分
认识到个人与他人、集体的相关性，认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当二者发生矛盾时，要以大局，
即文化生命、民族生命的传承为重，这与社会主义集体观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现代新儒家尊重家庭在社会中的
功能，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他们既注重自由，又强调仁爱，力图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动态的、有机的平
衡，跨越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水岭，对当代我国的集体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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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儒家思想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儒家是自私自利的家族
主义，为了个人家庭的私利可以牺牲社会公义;另一种则认为在儒家模式中，是“无我的”，个人利益是无
足轻重的，要服从团体利益。为什么在对儒家群己观上存在着如此大的反差?在儒家思想中，究竟是以
个人为主还是以集体为主，现代新儒家汲取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并对其进行了现代诠释，进一步发展
和完善了其集体主义思想。
现代新儒家吸收借鉴了西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观点，对传统儒家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进行了进一
步的发展。从总体看来，现代新儒家既重视个人，否认“无我”，又强调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密切关联，事
实上形成了一种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儒家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事实上跟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
非常类似。
一、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仁心仁性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思想。仁意味着爱人，不仅仅是家人，而且包括陌生人，正是由此出
发，奠定了现代新儒家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思想。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都认为个人与
集体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冲突，从仁爱出发，一个人既要爱自己的家人，也要把这种爱推广到集体、社会乃
至天地万物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西铭篇》) ，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就如韩国的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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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所认为的:“儒家的伦理观，归根到底是强调人们一定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这样的世界观上，即要求通
过社群的需要来实现自己的作用，规定个人义务。这种世界观是一种有机体论的世界观。”［1］(P185)
虽然认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现代新儒家承认二者有时会发生冲突。当个人利
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当然要以公义为先。就如熊十力所说:“然仁心即是生命力之发现，此不唯在
吾身，亦遍在天地万物。故仁心之主乎吾身，常于吾人一念乍萌乃至著乎行动之际，恒诏示吾人以可与不
可。其可者，必其超脱乎小己之私图，高履公道、正义者也。其不可者，必其同于禽兽只遂躯体之欲，不知
其他，背公道而叛正义者也。”［2］(P153)他还说过:“凡在特殊的危难情境，仁心之动是关乎天地万物之休戚，
而不系于小己之利害。所以，吾人当顺从仁心，誓必死以赴公难、伸公道、张正义，是仁心之不可渝
也。”［2］(P157)熊先生早期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敌侵略的历史时期，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现代新儒家
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民族意识。
关于儒家思想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历来存在着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儒家五伦:“父子有亲，君
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按照这种位序，则国家次于家庭。［3］(P115)
就如贝淡宁所认为的:“儒家的观点是亲情纽带应该从亲密的人延伸到其他人，强度逐渐减弱。如果亲人
和陌生人的纽带发生冲突，亲情常常要被优先考虑。”［4］(P33)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儒家是集体主义的，个人
被忽视了，“孟旦和爱德华兹都把儒家模式解释为集体主义，在这里，除了在个人利益服务于团体利益的
限度外，个人利益是无足轻重的。安·肯特继续引申这种看法，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为手段与目的
的关系。”［5］(P227)为什么在看待儒家的态度上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归根究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只是断章取义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分析，而儒家思想是非常博大精深的，用瞎子摸象的方法是很难真正
认识和理解其蕴涵的精神价值的。
现代新儒家认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的冲突的确在事实中存在，存在冲突，就存在悲剧。自古有
言:“忠孝不能两全”，应该把尽忠放在第一位，甚至应该做到大义灭亲。大义灭亲当然会制造悲剧。罗
哲海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当国家和家庭相持不下时，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就分裂成两股相互冲突的伦
理学力量。黑格尔所谓的‘无罪而罪‘(schuldlos schuldig werden) ，也就是不同的权利相互冲突而使行为
者怎么做都有错，便成为悲剧的本质。”［3］(P121)事实上，的确会有两种完全相对的选择，或者选择个人、家
庭，或者选择集体、国家。假若认为儒家思想面临冲突会作出倾向个人、家庭的选择，那么这种看法无疑
是失之偏颇了。宋代词人辛弃疾有这样的抱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儒家文化所
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现代新儒家在这个方向继续前行，认为应当以大局为重，把民族利益
放在首位。这本质上体现了其价值观的核心，即文化生命、民族生命比起个人生命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个
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为文化生命、民族生命的保存和发展而作出贡献，必要时作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现代新儒家的集体主义思想并没有排除个人利益。当个人与集体发生冲突时，强调个人服从更大的
共同体，这个定论的前提肯定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现代新儒家提倡从个人出发，去实现自己在家庭、社
会、天地中的责任，从来没有否认个人的利益。就如刘述先评价孟子:“他一方面排拒杨朱的极端个人
(特殊)主义，另一方面又排拒墨翟的极端群体(普遍)主义。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孟子是要去‘私’(ego) ，
而不是要灭‘己’(self)。”［6］(P44)这表明了现代新儒家所认同的态度，即尊重个人权利和利益，拒斥以私利
害公义。
现代新儒家的集体主义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以公义为首要地位的一种集体主
义，这种集体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着共通之处。虽然二者在出发点上存在着区别，在对家
庭的态度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不过事实上，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冲突方面，我们看不出二者存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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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差别。
二、家庭的作用
梁漱溟、唐君毅等都认为把仁爱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全社会成员，就能实现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之贯
通。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对家人的仁爱与扩展到全体成员的仁爱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他们反对墨家的
“兼爱”，认为这种无差别的爱是“绝对之社会主义者”［7］(P147)。现代新儒家承认有差别的爱，那么，这种
差别到底在哪里?传统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受到质疑，就如费孝通先生就认为这种文化造成了差序格
局，会导致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8］(P29)现代新儒家在这方
面进一步明确区分和界定了家庭之爱与社会之爱的关系。
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家庭之爱与社会之爱相比，多了份自然情感。每个人首先生活在家庭当中，成员
之间亲密接触，仁爱首先要表现在对待自己的家人。仁爱绝不止于家庭，应该扩展到全社会，乃至天地万
物。罗哲海认为:“将道德的发展设想为家庭之爱的扩展，一方面可以防止家族之自私自利对公众利益的
侵害，另一方面也能预防人们在一个没有社会救济的世界里忽略了对家庭的照顾。尽管如此，‘仁’一旦
产生，便能够超越于家庭，甚至可能坚定地反对家族裙带关系”。［3］(P166)
在现代新儒家看来，生命不是原子式的存在，而是相关性的存在，即生命是有机存在，个体生命是文
化生命、民族生命、宇宙生命的组成部分。首先相关的是自己的父母、兄弟等家庭成员，因而对家庭成员
的爱体现了对自己生命之源的尊重。这是尊重人的特殊性，尊重个人生活的特殊的生活环境。现代新儒
家依然反对墨家的无差别的“兼爱”，认为这种无差别的爱违反了人类的自然情感，过度注重功利，而成
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思想。钱穆先生认为，墨子的思想“一面违反了人类内心的自然情感，另一面又要落
入了宗教的旧陷阱……这因为他太看重人生经济实利方面，他只在人生经济实利方面来建筑他的无差别
的平等主义。”［8］(P83)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个人生活的特殊的场域是需要尊重的，如果取消这种特殊性，无
疑是反人性的。
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家庭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是情感的重要场所，亲情是非常重要的人类情感，仁爱
首先要体现为亲情，虽然它不止于亲情。二是个人最直接的生活场所，体现了个人的生存脉络，在这个场
所中有自己最直接的生命源头，是生命之流的体现和实现。三是个人自我实现的重要场所，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个人修养首先是在家庭中进行和完善的。因而如若随便把家庭给否定掉，那么既不合乎
情，也不合乎理。这也是现代新儒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否定家庭，搞无差别的
人人平等，太极端、太绝对化了。刘述先认为:“儒家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其理一而言，确实中
外古今并无二致。……家庭之作为社会上之核心单元在今日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不可听其失
坠。”［6］(P169)
历来有学者对儒家思想提出质疑，认为其倾向家庭主义，是一种特殊主义。他们认为，儒家家庭主义
的典型事例之一是《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言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另
一个典型事例是舜分封想要杀死自己的弟弟，《孟子》对此的辩解是:“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
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
之乎?”(《孟子·万章上》)这两段话被儒学的质疑者当做是儒家思想把家庭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明证，
认为它置血缘亲情于社会公义之上。儒家学者往往也会作针锋相对的辩解和诠释，这种反应本身就说明
了儒家思想恰恰并没有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庭应该置于社会公义之上，否则就不需要辩解了。“亲亲互
隐”其实并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其看做是血缘亲情高于社会公义，而是被视做亲人之间的一种容隐的态度，
其在传统社会法律方面发挥了作用，并且在现代法律思想建构中，这种亲人之间的回避容隐是有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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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根据的。舜分封其品行存在问题的弟弟的情境更为复杂，“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
贡税焉”(《孟子·万章上》) ，这种分封更像流放，很难说是危害社会公义。这两段话都是有复杂的文化
背景和语境的，如果抛开语境和背景来孤立地看待，难免会产生误解。
这样看来，与抹杀特殊性只要普遍性的兼爱思想不同，现代新儒家注重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在他们看来，个人不是原子式的，也不是无差别的个体，既要看到个人本质上的社会性，又应该认识其生
存脉络的特殊性。这样，现代新儒家走的是一条情感与理性相融的路线，不管是梁漱溟、熊十力，还是唐
君毅、牟宗三、杜维明，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既要情感，又要理性，既要亲人之间的情感，也要把这种情感扩
展到全社会之人，对家庭成员的亲爱不会制约对社会成员的仁爱，体现了一种大爱的情怀和抱负。
三、自由与仁爱
在一些外国学者看来，儒家思想是典型的社群主义，根本没有给个人留下自由的空间，与西方自由主
义是背道而驰的。的确，儒家思想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与社群主义存在着很多相同点，但这并不意味
着儒家就不尊重个人权利及公正的秩序。现代新儒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中西方的思想进行了对比研
究，他们认为儒家实质上跨越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水岭。
现代新儒家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存在着显著区别，自由主义关心的是怎样限制国家权力，尽可能地
保留个人的自主性和权利，而在恰恰不是包括现代新儒家在内的整个儒家思想的关注点。儒家强调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强调的是个人对他人、社会的责任。
但是，现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一样都强调个人自由，特别是在个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发展上，只不过
这种自由在儒家看来都是与他人、与社群密切关联的。现代新儒家的观点有点类似于格林的观点，即一
种个人主义式的集体主义。“一个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其同胞公民的义务，他就不可能明确自己行
为的界限;如果不知道是什么赋予了个人和全体的生活以价值，他也不可能理解这种界限。……因此，
‘权利的一般结构’来自对共同善内在价值的共同尊重———它既是个人发展的源泉，又是我们对他人所
负义务的源泉。”［9］(P55)
儒家的精神实质是尊重生命，不仅仅包括个人的生命，而且包括文化生命、民族生命乃至整个宇宙生
命。这种博大情怀首先肯认了个人的生命，所以在现代新儒家思想中，个人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就像
涂尔干所指出的:“如果每个人分别来说都没有什么道德价值，那么个人的总和也几乎不会有更多的价
值。零的总和等于零，只能等于零。”［10］(P46)现代新儒家也认识到生命是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个人的存在
是生命之流中的一个节点，身上不仅带有生物基因，也带有民族、文化乃至宇宙的基因，作为个人还要承
担起自然生命、文化生命、民族生命乃至宇宙生命保存、传承和发展的责任。
有很多学者认为儒家是社群主义的，的确，儒家思想与社群主义在注重家庭、社会仁爱、公共利益等
方面存在着共通的地方。金里卡指出:“桑德尔追随黑格尔，把家庭当作社会制度的典范，它是非法律性
的，那里存在着利益和目的的同一，人们出于爱自发地对他人的需要作出反应，而不是在正当的职责和要
求或在对自己利益计算的基础上作出反应。……如果像在家庭中那样，我们出于爱或出于利益的和谐满
足每个其他人的需要，那么就不会有这种权利概念出现的场合了。”［11］(P109)儒家思想也是把家庭作为一
个社会的单位，认为其对个人的情感价值和意义价值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
点反而不同，他们否定家庭的意义，认为家庭事实上是更大的阶级分裂社会的剥削和异化的一个缩影，现
代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12］(P55)在马克思、恩格
斯看来，家庭与社会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
不过，在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现代新儒家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高度的一致。马克思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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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
由。”［13］(P119)现代新儒家同样认为个人的实现要在社会中才能完成。当然，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也
存在着区别，不仅在关于家庭的认识和态度上存在着区别，而且，在关于特定的社会角色上，马克思主义
主张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不以任何社会角色为中介。而
现代新儒家则认为个人应该尽自己作为特定角色的责任，“成为一个儒者意味着在一个相互忠诚和承担
责任的世界中获得一种成员资格，在这个世界中既施惠于人也受惠于人，这些忠诚和责任围绕着你、激励
着你并且规定你自身的价值。”［5］(P228 － 229)儒家不仅承认家庭的重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承认个人的社会
角色，它虽然坚持人人平等，但是却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因而其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实现一种无差
别的社会。
作为更倾向于社群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现代新儒家依然面临着自由主义的诘难，即面临冲突时的选
择困境。自由主义的代表罗尔斯认为:“爱本质上显然希望像施爱者的合理的自爱所要求的那样推进对
方的利益。一个人是多么经常地要实现这一希望是足够清楚的，困难在于对几个人的爱，一旦这些人的
要求相冲突，这种爱就陷入了困境。……只要仁爱在作为爱的对象的许多人中间自相矛盾，仁爱就会茫
然不知所措。”［14］(P188)这样，社群主义者就面临着难以选择的难题，因而仍然需要正义。社群主义者及马
克思主义者从正义的局限性入手，认为“正义在匮乏的条件下至多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在丰裕的条件下至
少它也是更高形式的社群的壁垒。”［11］(P119)在仁爱冲突之间的解决方法是根据人类的利益，对个人的、小
我的仁爱要服从对更大集体的、对人类的仁爱。现代新儒家与此不同，它并不是反唇相讥、反其道而行
之，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即尊重和维护生命有机体的道路。他们认为，个人生命、文化生命、民族生命、
宇宙生命都是神圣的，都应该被尊重，个人是大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当仁爱的对象发生冲
突时，尊重生命，尊重这个有机体的运作，应该怎样选择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并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总体上看来，现代新儒家思想跨越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界线，就如安乐
哲所说:“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义民主模式那样，把‘手段与目的’做严格区分，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
的一种手段，也不像团体主义模式那样，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种手段。儒家思想与杜威都认为社会群体
的广泛目的产生于个人的而且是社群的目标，他们在这点上几乎完全一致。儒家思想中，家庭模式的特权
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扩展到家庭以外的范围，就成了合理的政府统治基础。”［5］(P219 － 220)现代新儒家思想之
所以能够跨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水岭，将个人与社会同作为目的，究其根本在于有机的生命观，它是
以生命作为目的的，而不是以正义或集体作为目的，从而也使得其理论带有本质上的人文关切色彩。
四、结语
现代新儒家的集体主义思想实质上跨越了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水岭，与现代我国社会提倡的集
体主义有共通之处。现代新儒家力图在集体与个人之间实现一种动态的、合理的平衡，兼顾个人与集体
的利益，不仅合工具理性，也合目的理性，体现了一种高度的圆融性精神和智慧。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过程就是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现实实际、理论实际，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其深深地扎根
于传统文化的命脉中，并且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现代新儒家的探索必将为当代我国
集体主义思想及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们也不能否认，现代新儒家的集体观中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和问题。现代新儒家强调家国
一体，强调自我实现是在社会中实现，但是，由于其理论中关于个人权利、公正、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内容明
显不足，其更多是强调个人修养、个人自觉自律，这种对自觉的过度依仗难免落入不可靠的境地。韩非子
说过:“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韩非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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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我们相信儒家强调精神的重要性，但是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如若忽视了经济基础，
纯粹谈论道德、理想，难免影响其理论的实效。
并且，现代新儒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人性有高低的理论，从董仲舒开端的性三品说，一
直到现代新儒家中依然存在着人性的差异之说，熊十力先生就认为:“大凡上智之资，直率性而行。中人
之资，则不能念念率性，事事率性，时有小己的私欲乘机窃发，而其仁心则常监督于中。”［2］(P153 － 154)由于儒
家相信人的道德资质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的确存在，其理论主要是面向精英知识分子的，它相信上
智之人能够自觉履行其责任，但是，中下资质的人则未必能够自觉。对中下资质的人怎样才能够自觉的
问题，其理论中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论述，“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其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方法。不过，
如果让百姓不知，这本身就有违反仁爱观、平等观的嫌疑，并且，这种不知而行在现代道德理论看来，不算
是一种德性，至多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养成。杜维明指出:“我们不能说儒家文化就是士大夫文化，我起
码可以说士大夫文化是儒家的嫡系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又造成了什么后果呢?它造成了广大民众缺乏
自觉，缺乏主体性，缺乏独立精神，习惯于被灌输，被统治，习惯于被动地生活。”［15］(P79)现代新儒家依然面
临着同样的问题，可喜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
现代新儒家不仅面临着传统儒学局限于知识精英的困境，有小众化的危险，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出
现了问题，从古到今，儒家文化影响下长期存在着以家庭私利害国家公义的事实，裙带关系也屡禁不止。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悖论，到底是理论出现了问题，还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归根究底，都说明了理论影响
力的广度和强度不够。这一方面在于其过度倚仗自觉，另一方面在于其理论的模糊性，儒家学说注重个
人体悟，缺乏刚性的、明确的权利与义务等的界定。费孝通认为传统文化影响下，“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
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16］(P30)这的
确是其理论造成的一个问题，缺乏明确的区分，特别是在面临着两种伦理力量冲突的时候，很少有明确的
如何处理的原则和规范。现实对其理论提出了质疑。这也是现代新儒家仍然需要不断发展解决的问题。
现代新儒家已经着手进行儒学的现代化，他们继承传统儒学精神，并加以现代诠释和发展，力图使其
在现代社会发挥其价值和作用。我们相信，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儒家文化经历了几
千年的发展，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类智慧，只要科学发展、合理诠释，在今天依然能够发挥其影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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